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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氣候變遷的衝擊與因應成為重要的公共議題，引起社會的廣泛關

注，並積極敦促政府採取行動。多數國家都一定程度地回應了公眾的期許，開

始設定淨零目標和提交國家自主貢獻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 。然而，基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中所訂定的「共同但有區別

的責任」原則，各國的減排目標存在很大差異，這使得人們無法判斷各國政府

在制訂目標時，是否真的考慮了人民的意見，而設定更積極的目標。另一方

面，隨著環境議題逐漸被重視，人民可以透過多樣化的環境行動，以實踐心中

的環境理念。然而當個體擁有環境行動態度時，卻不一定會轉換為具體的環境

行動，而轉換為環境行動時，每個人選擇的行動方法也不一樣，導致可能對政

府的氣候政策制定影響力度不同。據此，本研究中使用了國際社會調查計劃 

(ISSP) 環境組第三次調查的數據，探討環境行動態度如何透過三種不同環境行

動 (個人環保行動、環境倡議行動、國家環保責任) 的中介，影響政府氣候政策

制定的目標，以及對政府的信任和 Hofstede 六大文化維度的差異，是否會調節

此中介路徑。研究結果表明，環境行動態度能顯著預測環境倡議行動和個人環

保行動，而環境倡議行動和個人環保行動也能顯著預測政府設定之無條件 NDC

下，人均碳排量減量的目標，然而僅環境倡議行動之中介效果達顯著。此外在

調節式中介分析上，政府信任越高、權力距離越低、放任傾向越高的社會，其

中介效果會越強，人民的態度更能改變政府政策。 

 

關鍵字：親環境行動、氣候政策、文化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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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We Change the Government’s Climate Poli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Action, Climate Polic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Liang-Yu, Hs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mpacts of and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have emerged as 

critical public issues, garnering widespread social attention and prompting active 

public pressure on governments to take action. Most nations have responded to these 

public expectations to varying degrees by establishing net-zero targets and submitting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 However, grounded in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outlined in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vary significantly across nations. Consequently, it remain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governments genuinely incorporate public opinion to establish more 

ambitious targets when formulating these goals. Concurrently, as environmental 

issues gain prominence, individuals are increasingly able to translate their 

environmental philosophies into practice through diverse environmental actions. 

However, possessing an attitude toward environmental ac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translate into concrete behavior. Furthermore, when such translation occurs, the 

specific methods chosen vary among individuals, potentially resulting in differing 

degrees of influence on government climate policy formulation. Accordingly, this 

study utilizes dat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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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III Survey to investigate how attitudes toward environmental action 

influence government climate policy targets—specifically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s under unconditional NDCs—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three distinct 

environmental actions: priv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nd 

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dditionally, the study examines whether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differences in Hofstede’s six cultural dimensions moderate these 

mediated pathway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nvironmental action attitudes 

significantly predict both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nd priv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While both actions significantly predict government targets for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s under unconditional NDCs, only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advocacy was foun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urthermore,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mediation effect is stronger in societies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trust in government, lower power distance, and higher 

indulgence. In such contexts, public attitudes possess a greater capacity to influence 

government policy. 

Keyword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Climate Policy,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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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如何解決氣候變遷，自上世紀末以來便是重要的國際議題。截至第 27 屆聯

合國氣候變遷大會，全球共有 137 個國家宣示淨零排放目標，197 個國家締約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2022) 。而台灣政府也於 2022 年公布「2050 淨零排放政策

路徑藍圖」，隔年三讀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跟上國際趨勢，將 2050 淨零

碳排列為法定目標。 

然而，根據最新 COP28全球盤點 (UNFCCC, 2023) 的結果，預估本世紀末

全球氣溫將上升 2.4～2.6℃，仍明顯高於巴黎協定「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

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於 2°C 之内，並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

1.5°C 之内」的目標 (UNFCCC, 2015) ，顯示各國承諾的減碳目標與實際作為仍

低於預期。 

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對於誰該為氣候變遷負責，誰又需要貢獻多少有

意見上的歧異。從上世紀末的京都議定書以來，此類議題在國際間的爭論不

休。例如：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曾言：「已開發國家必須要先採取措

施，然後發展中的國家如中國才須跟進。」。直至今日，這樣的爭議仍持續上

演，例如美國曾於 2020 退出巴黎協定，時任總統川普認為：「該協議將破壞美

國經濟，讓美國永遠處於劣勢。」。而今年 (2024) 上半年，作為共和黨總統候

選人，川普團隊也再次拋出退出巴黎協定的政見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2024) 。又或是在剛結束的 COP28 中，印度和中國兩大排碳國，便

拒絕簽署「全球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宣誓」  (Global Renewables and Energy 

Efficiency Pledge) ，中國宣稱拒絕簽署的原因是條約為考量發展中國家的經濟

成長趨勢，目標設定不公平 (Lin, 2024) 。以上例子展示了不同政府拒絕履行氣

候變遷行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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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多數民主國家中，治權的基礎源自民意的展現，也因此公眾的聲音和

壓力始終是政府改變的主要動力之一。許多研究表明，公眾輿論與政策制定高

度相關 (Monroe, 1979, 1998) 。先前的一項研究也表明，個人主義透過多種途徑

影響 NDC 目標設定，包括公眾認知和壓力。 例如，目前已有 39 個國家的 

2100 多個地方政府宣布了「氣候緊急狀態宣言」，而這一切都是從澳大利亞墨

爾本的活動家開始的 (CACE, 2024) 。 

不僅僅是抗議示威等激進的氣候行動可以影響政策制定，其他類型的個人

或公共行動也可能影響政府。例如人們對提出氣候政策的候選人或政黨展現支

持或反對，也可以促進或阻礙政府的氣候行動。如過往研究認為，川普敢於退

出巴黎協定，全力追求經濟發展的決定，源自於其支持者對於氣候變遷的懷

疑，與對經濟繁榮的嚮往 (Shao & Hao, 2020) 。而另一方面，2019年「Bündnis 

90/Die Grünen 」聯合政黨成為德國第二大政黨。隨後他們聯合其他黨派組成了

氣候內閣，並通過了《德國 2030 氣候行動方案》 (German 2030 Climate Action 

Programme) 《氣候行動法》 (Climate Action Law) 等一系列氣候包裹計畫。 

對於不熱衷參與政治的人民，即使是個人的氣候行動，也可能對氣候政策產生

影響。如福島核災後，韓國首爾市民和政府協力啟動了「少一座核電廠」 (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 計畫，希望透過市民的節能行動，降低能源消耗。截

至 2019年，已有 430萬名公民參與該項目，節省的電力相當於兩個以上核電廠

的供電。 

也因此，問題的源頭來到如何促使民眾願意從事環境行動或支持環境政

策。解釋環保行為的模式也有很多，例如環境責任行為理論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ERB) 、價值-信念-準則理論 (The Value-

Belief-Norm Theory or VBN, VBN) 、計劃行為理論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 …等。這些模型有相似的主要路徑，但在中介變項和前置變項

上略有不同。但多數理論皆認同環境行動的前置原因之一為環境態度 (Ajzen, 

1988; Ajzen & Fishbein, 1985; Hines et al., 1986;  Hungerford & Volk, 1990; Stern et 

al., 1999) 。 

然而多數研究主要聚焦在環境態度如何促進環境行動，以及如何強化兩者

的關係，卻少有研究關注人們為什麼會選擇某些類型的環境行動，而非其他相

似目標的行動，也少有研究進一步探究不同環境行動對政府的影響。部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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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政治傾向和政府信任會對是否支持氣候政策有較大的影響 (Cullerton et al., 

2016; Goldberg et al., 2021; Huber et al., 2020) 。而文化也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

Zheng et al. (2021) 的研究顯示個人主義與更高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 呈正相關。可能是個人主義文化鼓勵人們在公共

場合表達自己的聲音，更容易為環境議題抗議或發聲。也因此本研究也將從政

府信任及文化角度切入，探詢這些影響是否會改變環境態度與環境行動間的關

係強弱，進而影響政府的氣候政策制定。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壹、 環境行動態度 

 

  「態度」 (attitude) 是指一種在心理上依附於具體或抽象對象的潛在結構，

通常被認為由認知、情感、意圖三個部分組成 (Breckler, 1984) 。而目前對於環

境態度 (Environmental Attitude) 內涵和結構尚未有普遍的定義，多數人皆認同

環境態度是一種心理傾向，展現在對自然環境正面或負面評價 (Milfont, 

2007) 。然而對於這種心理傾向所涵蓋的構面，則有多種不同的看法。 

Gifford ＆ Sussman (2012) 認為環境態度為「對環境或環境問題的關心或關

注」，為單一構面的概念；而部分學者認為環境態度包含對人類危害自然環境

的認識，及保護自然的意願 (Dunlap & Jones, 2002; Franzen & Meyer, 2010) ；也

有學者認為在問題知覺和行動意圖外，應該加上第三個維度：情緒反應 

(Diekmann & Preisendörfer, 1998; Maloney & Ward, 1973) 。此外，目前三種廣泛

使用且具備信效度的環境態度量表，生態量表 (Ecology Scale)  (Maloney and 

Ward, 1973) 、環境關注量表 (Environmental Concern Scale)  (Weigel & Weigel, 

1978) 、及新環境/生態典範量表 (New Environmental/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  

(Dunlap and Liere, 1978, Dunlap et al., 2000) 則採用多主題多維度，涵蓋如自然環

境信仰、對不同價值觀或議題的態度、環境行動的意圖、環境行動的實踐、不

同環境問題的擔憂等。 

由於環境態度涵蓋了多個構面，近年來環境心理學的研究或理論通常會將

環境態度拆分為不同變項進行討論。Steg & Nordlund (2018) 整理了五種最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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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環境行為模型： 

一、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認為環境態度、主觀規範

與行為控制知覺三個變項共同決定了個人的環境行動意願 (Ajzen, 1985) ，在此

理論中環境態度為 Gifford ＆ Sussman (2012) 最基本的定義，即對環境的正負向

評估，並將行動意願與環境態度區隔，且前者會影響後二者。 

二、保護動機理論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 認為個人會進行威脅評

估 (包含威脅的嚴重性、自身的脆弱度、及威脅伴隨的獎賞) 和因應評估 (包含

反應效能、自我效能、及反應成本) ，並根據評估結果決定是否執行環境行動 

(Rogers, 1983)。此理論將環境問題知覺與環境行動意願區分，且前者會影響後

者。 

三、規範激活理論 (Norm Activation Model, NAM) 認為當個體產生應該執行親

環境行為的道德義務感 (即個人規範) 時，將會實施相應的環境行為，使得自身

行為能與所抱持的價值體系一致。而個人規範的形塑，則會受到問題意識、責

任歸屬、結果效能和自我效能四個因素影響 (Schwartz, 1977) 。此理論探討了環

境態度中的親環境價值觀和環境問題知覺，並將環境行動意願的範疇聚焦在道

德義務感。 

四、目標框架理論 (Goal‐Framing Theory) 認為享樂目標 (為了感覺更好) 、增益

目標 (保護或增加個人資源) 和規範目標 (從事自己、重要他人、或社會覺得正

確的事) 構成了環境行動的原因 (Lindenberg & Steg 2007) ，此理論涉及到了環

境態度中的情緒向度。 

五、價值信念規範理論 (The Value‐Belief‐Norm Theory, VBN) 則認為親環境價值

觀和生態世界觀會影響對環境保護的信念，從而形成個人規範，最後付諸環境

行動，此理論著重討論環境態度中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並會據此形成個人信仰 

(規範)  (Stern, 2000) 。 

由上述理論可知，根據模型和研究重心的不同，環境態度的內涵也有所不

同，不同研究主題會挑選感興趣的子向度進行討論。此外部分理論進一步認為

環境態度包裹的子向度並非平行關係，而是具有因果關係，例如價值信念規範

理論認為價值觀會促使信念的形成，而許多理論如計畫行為理論和保護動機理

論，將態度和意圖/意願區分為兩個不同階段，後者與實際執行行動的關係又更

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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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過往整合分析和綜述回顧的結果，實務上也會將環境行動意願從環

境態度中拆出，形成一個新的變項，且根據 MASEM的結果，環境行動意願中

介了所有其他心理變項 (包含環境態度的其他維度，與其他心理變項如自我效

能、道德規範等) 對環境行動的影響 (解釋變異量為 27%)  (Bamberg & Möser, 

2007; Klöckner, 2013) 。 

而環境態度雖然測量的方式和構面不同，但在研究中都與環境行為意圖或

環境行動有密切關聯。根據多個整合分析的結果，環境態度與環境行動意圖的

相關性多超過.60 (Bamberg & Möser, 2007; Morren & Grinstein, 2016) ，親環境態

度與環境行動也有大約 r = .40的中等相關 (Bamberg & Möser, 2007; Hines et al., 

1986/87; Morren & Grinstein, 2016) 。 

也有學者進一步剖析親環境態度的形成階段。Bradley等人 (2020) 認為氣候

變遷的心理調適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是影響親環境行動的最主要原因之

一，而心理適應涉及了一系列認知、情感和動機的過程，包含開始或更加關注

氣候變遷問題，認識或知覺氣候變遷的影響，從而形成想要解決問題的態度，

最後轉變為親環境的態度，是一個敏化 (sensitization) 、 (再) 聚焦 (refocusing) 

或 (再) 定位 (reorientation) 的過程。 

由於本研究的中介/結果變項中的「對國家環保責任」，為民意上的積極表

態，本身帶有意願與行動的雙重性質，為避免構面內涵重疊，因此不會將環境

行動意願納入前因進行討論。此外，由於本研究的重心在於人民是否能影響政

府氣候政策，因此並不會深入探討環境態度的成因與各個維度的影響。綜合考

量下，本研究所指涉的環境行動態度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ttitude, EBA) ，

將擷取 Bradley等人 (2020) 心理適應的最後階段，聚焦在解決環境問題的正負

向態度，測量個體評價環境行動對自身的重要性，及和其他政策、成本或付出

的比較，並不會深入探究對於環境行動的態度，是否源自於情緒、認知、價值

觀等因素。 

 

貳、 環境行動作為 

 

雖然在前一小節所言，過往研究指出環境行動態度會影響環境行動，然而

近年來學者開始區分環境行動的種類，並發現環境態度對不同種類的環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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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Hall等人 (2018) 基於統計 (內部一致性) 結果將環保行動分類，發現在個人

的親環境行動上，資源回收、搭乘大眾運輸、購買環保產品、和重複使用購物

袋內部一致性低，應該分開討論；而在政策支持上，雖然五種政策涵蓋補貼、

增稅、提高標準等不同政策手段，但內部一致性高，因此將政策支持歸為同一

類型的環保行為。研究發現持有不同氣候變遷信念的族群，可能會有不同的行

為選擇，例如懷疑論者較反對政府政策，相較之下更願意執行個人行動；而高

度關注族群則更願意支持政府政策，相對較少執行個人行動。  

Broomell等人 (2015) 基於研究設計，將氣候變遷行動意願的測量方式分為

一般性行動意願和具體性行動意願，前者量表問題詢問是否有從事氣候變遷減

緩行動的意向，但並未明確指涉哪一類的行動；後者則是在量表上明確詢問是

否有從事特定行動項目的意願，結果發現環境價值觀/世界觀對兩者的影響皆為

顯著，但對具體行動意願的影響程度大於一般行動意願。此外，Bain等人 

(2015) 則將氣候變遷減緩行為分為公民行動 (如連署、加入環保團體、示威抗

議、志工或自願宣傳、抵制等) 、個人行動 (節能減碳、綠色消費、低碳飲食

等) 、和捐贈行動 (捐款給環保組織) 三類。 

除了上述的分類方式外，亦有學者將環境行動依照執行成本的高低，或產

生的結果直接/間接影響環境進行分類。 

低成本假說 (low-cost hypothesis) 認為行為成本會調節環境態度對環境行為

的影響，成本並不僅限於經濟層面上的付出，還包含時間、勞力、或情緒減損

等層面。而與高成本的環境行動相比，態度更能預測低成本的環境行動 

(Diekmann & Preisendörfer, 2003; Stern, 1992) 。例如人們關心環境的人更願意去

從事低成本行為如資源回收、節能省電、或綠色採購，但較不願意從事高成本

的行為如改搭大眾運輸工具 (Diekmann & Preisendörfer, 1998, 2003; Kollmuss & 

Agyeman，2002) 。 

而直接或間接行為，係以行動的後果是否會直接對環境產生影響，亦或是

需要透過代理人或其他形式轉化才會產生成效。例如做為消費者和行動者，改

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環境破壞，即是直接行為；而若做為

選民，支持提倡氣候變遷政策的政黨，使氣候變遷政策更能夠被推行，則屬於

間接行為。無論直接或間接，都是重要的環境行動方向，前者雖然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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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效果立竿見影，後者雖然沒有直接影響，但可能是大規模改變的開端 (Bord et 

al., 1998; Kollmuss & Agyeman，2002) 。 

過往研究也發現直接和間接行動受到不同的因素影響。例如 Kollmuss 和 

Agyeman (2002) 的研究指出，環境知識和態度對間接行動的影響可能比對直接

行動的影響更大，高度關注環境的人不一定願意改變生活方式，但更願意接受

環保政策 (如提高燃油稅) 的改革。Minton和 Rose (1997) 則發現環境關注可以

更好的預測間接行動 (如連署倡議，或為清潔能源支付更高的電費) ，而相較之

下個人規範則是影響直接行動 (如資源回收或綠色購物) 較為重要的變項。 

而依成本高低的分類方式和直接間接的分類方式並無本質上的衝突，過去

便有學者將兩者整合討論。例如 O'Connor等人 (2002 ) 除了區分投票意願和個

人環保行動，還額外將環保行動進行成本高低的分類；Tobler 等人 (2012) 透過

主成分分析，將氣候友善行動分出兩個維度 (直接/間接、低成本/高成本) ，如

日常消費習慣改變是直接低成本行為，避免汽車或飛機使用為直接高成本行

為，支持補貼政策為間接低成本行為，支持二氧化碳總量管制為間接高成本行

為。而結果發現總體而言氣候變遷意願與所有類型的環境行為皆呈正相關，但

環境關注較能預測直接低成本行為，反之人們較不願意從事間接高成本行為。

此外，在低成本行為中，可以發現積極溢出效應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即

直接低成本行為與間接低成本行為有強烈的正相關，願意改變日常消費習慣的

人，通常也不會排斥支持補貼政策。 

然而可以發現，過往研究確實將間接行為和直接行為依照成本高低進行分

類，然而在直接行為時，成本高低的判斷依據是執行行動的難易程度，反之，

在間接行為時，成本高低的判斷依據是受間接影響之政策結果的難易程度，而

非該間接行動本身的難易程度。 

 為補齊過往研究缺口，本研究挑選了個人環保行動、環境倡議行動、與國

家環保責任三種類型的環境行動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個人環保行動依照題幹敘

述，屬於成本較低的直接行為，環境倡議行動屬於行動上高成本的間接行為。

而國家環保責任較為特殊，對於個體而言，評價國家應負擔的責任高低，通常

只是意願或責任感的展現。然而對於政府而言，民調或社會調查 (如本研究所使

用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中的積極表態 (相對於不表態) ，即是一種民意的展

現，透過民調結果向政府施壓，某種程度上也屬於倡議的範疇， 因此本研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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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家環保責任屬於行動上低成本的間接行為。 

據此，本研究認為環境行動態度可以預測環保行為，其中對個人環保行動

和國家環保責任的預測效果較強，對環境倡議行動的預測效果較弱。 

 

參、 環境行動與政策制定 

 

 在多數民主國家中，治權的基礎源自民意的展現，也因此公眾的聲音和壓

力始終是政府改變的主要動力之一。許多研究表明，公眾輿論與環境和氣候政

策的制定高度相關 (Burstein, 2003; Lorenzoni et al., 2007; Monroe, 1979, 1998; 

Shapiro, 2011) 。 

 而近年來，許多國家如英國、法國、韓國，甚至將公民審議納入氣候政策

制定的法定流程。法國於 2019 年成立了法國氣候公民大會 (Citizen's Climate 

Convention, CCC) ，其中納入修法的公民提案包含再生能源發電的直接參與，

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入憲並起動修憲公投，禁止廣告高碳排產品、消費產品

加上碳評分等 (林琇娟，2022) 。而在韓國情況相反，因為碳中和公民大會中，

公民對氣候變遷政策的支持程度不如預期，使得相關的碳中和政策 (如電動車比

例設定目標) 進度放緩 (탄소중립시민회의 참여시민단，2021) 。 

在影響政府氣候政策中，形式激烈、成本高的倡議、連署或遊行，皆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Kallis (2011) 認為當前的環境政策變革 (或綠色革命) ，屬於

派典轉移的階段，依照 Korten (2009) 的觀點來看，社會的變革始於少數人的對

話，當這些對話形成新的文化敘事，將挑戰既有的主流觀念，並促成小規模的

社會動員，最後逐步擴展成廣泛的社會運動，改變既有的社會結構。例如目前

已有 39 個國家、 2100 多個地方政府公布了「氣候緊急狀態宣言」 (Climate 

Emergency) ，而一切的開端始於一場舉辦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倡議活動 

(CACE，2023) 。也因此 Zheng 等人 (2021) 認為個人主義高的國家有較積極的

減碳目標設定，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個人主義對公眾認知與倡議行動的

調節效果，個人主義會促成更多的抗議與倡議，讓政府更有壓力執行積極的減

碳措施。  

不僅僅是抗議示威等激進、高成本的間接環境行動可以影響政策制定，溫

和、低成本的政治參與，如投票支持/反對提出氣候政策的候選人或政黨，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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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態對環境政策的看法等公共行動，也可能影響政府決策。如過往研究認為，

川普敢於退出巴黎協定，全力追求經濟發展的決定，源自於其支持者對於氣候

變遷的懷疑，與對經濟繁榮的嚮往 (Shao & Hao, 2020) 。另一方面，2019 年

「Bündnis 90/Die Grünen 」聯合政黨成為德國第二大政黨。隨後他們聯合其他

黨派組成了氣候內閣，並通過了《德國 2030 氣候行動方案》 (German 2030 

Climate Action Programme) 《氣候行動法》 (Climate Action Law) 等一系列氣候

包裹計畫。 

對於不熱衷參與政治的人民，即便是個人的氣候行動，也可能對氣候政策

產生影響。Stern (2000) 認為，在制定氣候變遷減緩政策時，必須考量公民是否

能配合實現個人態度和生活方式的長期改變。政策的成功不僅仰賴人民對氣候

變遷的認識，更需要人民有關心氣候變遷的意願，並採取個人減緩行動的動力

與能力。如果氣候變遷減緩政策缺乏人民的配合，政策可能被公民無視和抵

制，導致目標無法達成 (Lorenzoniet al., 2007) 。 

舉例而言，福島核災後，韓國首爾市政府於 2012 年啟動了「少一座核電

廠」 (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 計畫，希望透過市民的節能行動與再生能源

發電，節省 200 萬噸當量的能源消耗。而由於是市民的協力配合，於 2014 年 6

月就提前半年達標，讓首爾市政府有底氣於 2014年 8月啟動更有野心的第二階

段計畫。截至 2019 年，已有 430 萬名公民 (約佔首爾市人口的 43%) 參與該項

目，節省的電力相當於兩個以上核電廠的供電 (Kim, Y., 2012；USE, 2024) 。 

據此，本研究認為環保行動可以有效預測政府的政策制定，其中環境倡議

行動對政府政策制定的預測效果較強，個人環保行動與國家環保責任的預測效

果較弱。 

此外，實證研究也表明一國國民對氣候變遷的態度，與該國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減少有關，當認為氣候變遷是重要議題的人數增加 1%，溫室氣體排放量就

會減少 0.49% (Tjernström & Tietenberg, 2008) 。然而該研究並未進一步探討氣候

變遷態度透過甚麼樣的方式影響了溫室氣體排放，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

色。 

有鑑於過往並未將不同種環境行動對政府政策的影響進行平行比較，為進

一步釐清其中關係，本研究將探討三種不同的環境行動對政府政策制訂的影

響，並假設環境行動態度會透過環保行動的中介，影響政府的氣候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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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政府信任之調節機制 

 

在前一節中，在多數民主國家中，治權的基礎源自民意的展現，然而這種

機制的運行，有賴人民對政府的信賴，及政府對民意的尊重。若人民對政府不

信任，則可能反對或不願意支持政府提出的環境政策，不遵守環境政策的規

範，或消極對待政府制訂的環境目標  (Gifford, 2011; Jagers, 2018; Terwel , 

2009) 。瑞典的研究發現當人民越信任政府，越有可能支持碳稅開徵 (Harring & 

Jagers, 2013) 。跨國研究也發現，公民對政府提供的資訊信任度越高的國家，溫

室氣體排放量的減少幅度也越大 (Tjernström & Tietenberg, 2008) 。 

雖然研究多支持政府信任有助於人民與政府合作關係的建立，但對於政府

信任是否會影響個人行為，卻有不同的看法。跨國資料的研究發現，政府信任

與願意為環境犧牲經濟利益的意願有正相關 (Franzen & Vogl, 2013; Harring, 

2013) 。而其他研究卻認為政府信任雖然顯著預測了環境行動意願，但並不會影

響環境激進主義本身 (Macias ＆ Williams, 2016) ，而 Duit (2010) 的跨國研究也

認為政府信任與綠色消費或參與環保團體沒有相關。Taniguchi  和 Marshall 

(2018) 的研究則指出政府信任只能夠預測行動意願和個人環保行動，與公共性

的環境行動則沒有顯著相關。其原因可能是雖然對政府的信任會讓人民更願意

在有意見時向政府提出建言，但更透明廉能的政府也伴隨著較良好的施政品

質，施政問題相較之下較少，並不需要過於頻繁的倡議或聯署，從而抵銷了政

府信任的效用。 

根據上述結果，本研究認為政府信任會正向調節環境行為態度透過個人環

保行動和國家環保責任的中介，正向預測氣候政策制定的效果；而在環境行為

態度透過環境倡議行動的中介影響氣候政策制定的路徑中，政府信任的調節式

中介效果可能較弱或或不顯著。 

 

伍、Hofestede 文化維度理論與其調節機制 

 

文化是個體做出抉擇時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有時候我們內在已經形塑了

某種態度或意願傾向，卻因為外在文化的影響，從而阻礙 (或促進) 是否真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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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行動，或願意從事的行動成本高低。Tam 和 Chan (2017) 認為某些心理障礙 

(psychological barriers) 是由文化模式造成的，例如個人對於環境宿命論的觀

點，可能反應了文化對於個人控制和外部控制的普遍信念。 

而最常見的文化差異理論便是 Hofstede (1984, 2010) 的文化維度理論，該理

論透過因素分析，將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歸納成 6種不同的文化維度，分別是： 

 一、權力距離 (power distance index, PDI) ：代表組織、社會或家庭中，權力較

弱的成員接受和期望權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二、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IDV) ：代表社會成員相互依賴的程度，涉及個體

的自我形象是「我」還是「我們」。 

三、不確定性規避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 UAI) ：代表社會對模糊性的容

忍度，即人們願意接受或設法避免意外、未知或脫離現狀的事件的程度。 

四、成就與成功動機 (Motivation towards Achievement and Success, MAS) ：代表

社會由成就、競爭和成功驅動，成功與否由獲勝者/領先者定義，崇尚較為陽剛

的倫理觀。 

五、長期導向 (long term orientation, LTO) ：代表社會在面對現在和未來的挑戰

時，是否與過去保持一定的關係，分數越低代表越重視傳統，分數越高則更傾

向依照實際狀況調適與解決問題。 

六、放任與約束 (indulgence vs restraints, IVR) ：代表社會規範賦予公民實現人

類慾望和衝動的自由程度。 

 過往研究有大量研究探討個人主義對於環境行動的影響， Tam 和 Chan 

(2017) 的研究則發現個人主義會顯著的調節環境關注與親環境行為間的關係，

無論該行為是私領域或公領域。Morren 和 Grinstein (2016) 的整合分析發現在個

人主義盛行的國家，環境行動意願更可能被轉化為實際行為。Zheng 等人 (2021) 

認為已開發國家和個人主義盛行的國家，利害關係人更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

包含參與議和、表達個人看法、乃至發起倡議行動，並透過上述行動影響政府

決策。然而 Morren 和 Grinstein (2016) 和 Zheng等人 (2021) 都未能排除個人主

義與已開發國家間的混淆關係，尤其是根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時，社會會開始追求環境品質，更多

人會展現親環境態度，並進行親環境行動 (Beckerman, 1995) 。也有研究在考量

GDP 的影響後，發現個人主義與綠色採購並無顯著關聯  (Liobikienė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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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除了個人主義外，長期導向也是環境行動中常被提起的文化因素。Giddens 

(2009) 提出了紀登斯悖論 (Giddens’s paradox) ，由於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害不是明

顯且立即可見的，因此雖然未來的潛在損失很嚴重，但大多數人仍會袖手旁

觀，不採取任何行動。而文化差異將進一步放大這樣的現象，根據 Milfont等人 

(2012) 整合分析的結果，更注重當下而非未來的人，通常較少表現出親環境行

為。Tam和 Chan (2017) 的研究則指出短期導向會負向調節環境關注與公共領域

親環境行動間的關係。Zaval等人 (2015) 也發現當遺產動機 (legacy sake) 被刺激

時，對環境組織的捐款和環境行動意願都會增加。 

 最後，在放任與約束的維度中，普遍認為在放任的文化下，性格特徵或價

值觀更能夠被展現，從而更好的預測行為 (Roccas & Sagiv，2010) 。Tam 和

Chan (2017) 的研究則指出放任可以正向調節多數環境關注與親環境行動組合的

關係。 

 據此，本研究將也探討文化差異如何調節環境行為態度透過環保行動正向

預測氣候政策制定的間接效果。 

 

陸、小結 

 

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希望探究環境行動態度如何透過不同類型的環境行

動的中介，影響政府氣候政策之制訂，以及政府信任和文化差異是否能調節此

中介機制中，以作為未來強化環境行動與政策的方向。 

由於本研究多數變項屬於個人層次，但氣候政策制定的變項屬於國家層

次，為能更精確地捕捉其中關係，本研究將分為個人層次與國家層次兩個部分

進行研究假設和統計分析。 

本研究對於個人層次的分析提出以下假設，研究架構如 (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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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個人層次研究架構圖 

 

首先，本研究將驗證環境行動態度對不同種類環保行動的預測效果，環境

行動態度越高，環保行動越積極。 

假設一：環境行動會正向預測 (a) 個人環保行動 (b) 環境倡議行動 (c) 國家環境

責任。 

 接著，本研究將驗證政府信任對環境行動態度與不同種類環保行動關係的

調節作用。 

假設二：政府信任會正向調節 (a) 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間的正向關係 

(b) 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的正向關係 (c) 環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境責任

的正向關係。 

 最後，本研究將驗證 Hofstede 文化維度理論中的六種文化差異，對環境行

動態度與不同種類環保行動關係的調節作用。 

假設三：Hofstede文化維度會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環保行動間的關係。 

 

而本研究對於國家層次的分析提出以下假設，研究架構如 (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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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國家層次研究架構圖 

 

首先，本研究將驗證環境行動態度對不同種類環境行動的預測效果，環境

行動態度越高，環保行動越積極。 

假設一：環境行動會正向預測 (a) 個人環保行動 (b) 環境倡議行動 (c) 國家環境

責任。 

 接著，本研究將驗證不同種類環保行動對氣候政策制定的預測效果 

假設二： (a) 個人環保行動 (b) 環境倡議行動 (c) 國家環境責任越積極，氣候變

遷政策越積極。 

 再來，我們會驗證環境行動態度透過不同種類環境行動的中介，影響氣候

政策的間接效果。 

假設三：環境行動態度會透過 (a) 個人環保行動 (b) 環境倡議行動 (c) 國家環境

責任的中介，影響氣候變遷政策，環境行動態度越積極，氣候政策越積極。 

 最後，本研究將驗證政府信任和 Hofstede 文化維度理論對氣候政策的調節

式中介效果。 

假設四：政府信任可以調節環境行動態度透過環境行動影響氣候政策之間接效

果。政府信任越高，上述間接效果越強。 

假設五：Hofstede文化維度可以調節環境行動態度透過環境行動影響氣候政策

之間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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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行動：個人層次分析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 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問卷題目來自國際社會調查計畫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下簡稱 ISSP) 的環境組第三波調查 (ISSP Research Group, 2019) 。

ISSP 是一個國際性的長期社會變遷調查計畫，每一年會針對不同主題進行調

查，其中 1993、2000、2010、及 2020 為環境組的調查，題組著重在環境、氣

候變遷和環境保護議題。 

本研究採用的數據來自環境組第三波調查，調查期間為 2010-2012 年，受

訪者來自 36 個國家 (阿根廷、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智

利、丹麥、德國、芬蘭、英國、以色列、日本、加拿大、拉脫維亞、墨西哥、

紐西蘭、挪威、菲律賓、俄羅斯、瑞典、瑞士、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

牙、捷克、美國、韓國、台灣、南非、土耳其、法國、立陶宛、澳大利亞、冰

島、荷蘭及葡萄牙) ，抽樣方法以因國家而異，但以多層次分層抽樣為主。全部

樣本人數為 50437 人，受訪者均為 18 歲以上 (芬蘭為 15 歲以上，日本為 16 歲

以上) 。 

剔除無效樣本後，有效樣本數共 35041 人。其中每個國家的樣本數介於

652 人到 3029 人之間，總體而言生理男性佔比 54.0%、生理女性占比 46.0%；

年齡分布 15-19歲 3.3%、20-39歲 32.7%、40-59歲 36.4%、60歲以上 27.6%。 

 

貳、 研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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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測變項－環境行動態度 

變項採用 ISSP (2010) 的第 32題到第 34題，題目分別為：「對您而言，要

為環境做些事太困難。」、「就算要多花些金錢或時間，您也願意為環境做些

正確的事。」、「生活中有比保護環境更重要的事。」，以李克氏五點量尺評

估 (1是非常同意，5是非常不同意) ，將各題題項分數調整為同方向後，三題平

均做為環境行動態度指標，分數愈高表示愈支持環境行動。在本研究之信度

Cronbach’s α =.414 ，雖然 Cronbach’s α的值較低，但考量本量表僅有三題，題

項少時內部一致性係數會較低，因此仍予以採納。 

二、結果變項－國家環保責任 

變項採用 ISSP (2010) 的第 48 題，題目為：「在全球環境保護上有些國家

比其他國家做的更多。一般來說，請問您覺得台灣做了多少？」，以李克氏三

點量尺評估 (1是做了很多，2是剛好，3是做了太少) ，分數愈高表示愈覺得本

國有責任投入環境保護。 

三、結果變項－個人環保行動 

變項採用 ISSP (2010) 的第 55 題、第 58 題、第 60 題，題目分別為：「請

問您常不常為了資源回收特地對玻璃、鋁罐、塑膠或報紙做分類？」、「請問

您常不常為了環保而減少家裡使用的能源或燃 (油) 料?」、「請問您常不常為

了環保而刻意不買某些產品？」，以李克氏四點量尺評估 (1 為總是、4 為從

不) ，將各題題項分數反項計分後，三題平均做為個人環保行動指標，分數愈高

表示愈常從事個人環保行動。在本研究之信度 Cronbach’s α =.619。 

四、結果變項－環境倡議行動 

變項採用 ISSP (2010) 的第 62題到第 64題，題目分別為：「在過去五年間，請

問您有沒有連署一份有關環保議題的請願書」、「在過去五年間，請問您有沒

有捐款給環保團體」、「在過去五年間，請問您有沒有參加有關環保議題的抗

議行動或遊行」， (1為有、2為沒有) ，將各題題項分反項計分後，三題平均做

為環境行動態度指標，分數愈高表示愈常從事環境倡議行動。在本研究之信度

Cronbach’s α =.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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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節變項－政府信任 

變項採用 ISSP (2010) 的第 13題與第 14題，題目分別為：「通常我們可以相信

政府官員所做的事是對的。」、「大多數政治人物從政，只是為了個人利

益。」，以李克氏五點量尺評估 (1是非常同意，5是非常不同意) ，將各題題項

分數調整為同方向後，兩題平均做為政府信任指標，分數愈高表示愈信任政

府。 

六、調節變項－Hofstede文化維度 

文化維度的衡量採用 Hofstede文化維度理論 (Hofstede, 1980; 2001; 2010) 建

構的文化指標，六個構面分別為：權力距離  (Power Distance Index，下簡稱

PDI)、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下簡稱 IDV)、成就動機 (Motivation towards 

Achievement and Success，舊稱為 Masculinity，下簡稱 MAS)、不確定規避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下簡稱 UAI)、長期導向 (Long Term Orientation，

下簡稱 LTO) 及放任與約束 (Indulgence versus Restraint，下簡稱 IVR)，數據來

源包括 Hofstede (2010)、Almutairi, Heller, & Yen (2020)、及 Minkov & Kaasa 

(2022) 的研究統計結果。此外由於權力距離、成就動機、與不確定規避缺少冰

島的分數，放任與約束缺少以色列的分數，此四個調節變項將短少一個國家的

資料納入調節分析。 

七、控制變項 

根據過往研究，研究一將控制生理性別 (女性為 0，男性為 1) 、年齡、教

育程度 (無正式教育= 0、國小= 1、國中= 2、高中= 3、大學在學或肄業= 4、大

學畢業或以上= 5) 、與社經地位 (自認為最底層為 1，自認為最頂層為 10) ，所

有資料皆源自 ISSP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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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果 

 

壹、 相關分析 

 

研究一中控制變項與研究變項的平均值、標準差、相關係數、及

Cronbach’s alpha如 (表 1) 所示。由於本研究樣本數極大，極小的相關性 (r ≈ .01) 

就會使 p < 0.05，為求研究結果的嚴謹性，將顯著的門檻調整為*p < .01、**p 

< .001。 

從相關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39, p 

< .001) 、環境倡議行動 (r = .26, p < .001) 、及國家環保責任 (r = .11, p < .001) 皆

呈顯著正相關，與研究假設的預期方向一致。 

此外，在調節變項上，政府信任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04, p < .001) 、環境

倡議行動呈顯著正相關 (r = .07, p < .001) ，與國家環保責任呈顯著負相關 (r = -

.12, p < .001) 。 

而 Hofstede 的六項文化維度指標上，權力距離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06, p 

< .001) 和環境倡議行動 (r = -.14, p < .001) 呈顯著負相關，與國家環保責任呈顯

著正相關 (r = .13, p < .001) 。個人主義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25, p < .001) 和環境

倡議行動 (r = .18, p < .001) 呈顯著正相關，與國家環保責任呈顯著負相關 (r = -

.14, p < .001) 。成就動機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04, p < .001) 呈顯著正相關，與環

境倡議行動 (r = .00, p = .423) 和國家環保責任 (r = -.01, p = .143) 無顯著相關。

不確定規避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01, p = .067) 無顯著相關，與環境倡議行動 (r 

= -.10, p < .001) 呈顯著負相關，與國家環保責任呈顯著正相關 (r = .24, p 

< .001) 。長期導向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19, p < .001) 和環境倡議行動 (r = .04, p 

< .001) 呈顯著正相關，與國家環保責任呈顯著負相關 (r = -.02, p < .001) 。放任

傾向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09, p < .001) 和環境倡議行動 (r = .12, p < .001) 呈顯著

正相關，與國家環保責任呈顯著負相關 (r = -.10, p <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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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變項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表－個人層次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控制變項                  

1. 性別 0.52 0.50                

2. 年齡 46.78 16.95 -.02**               

3. 教育程度 2.94 1.46 -.02** -.20**              

4. 社經地位 5.32 1.77 -.04** -.04** .32**             

研究變項                  

5. 環境行動態度 3.23 0.72 .05** .03** .19** .17** (.414)           

6. 個人環保行動 2.55 0.74 .06** .18** .11** .09** .38** (.619)          

7. 環境倡議行動 1.11 0.22 -.00** -.10** .20** .14** .26** .26** (.531)         

8. 國家環保責任 2.42 0.65 .08** -.07** .08** -.06** .13** .03** .09**         

調節變項                 

9. 政府信任 2.50 0.90 .01** .03** .08** .15** .10** .04** .07** -.12**        

10. 權力距離 52.13 20.98 .02** -.06** -.09** -.24** -.14** -.10** -.14** .13** -.17**       

11. 個人主義 61.93 19.68 -.03** .16** .13** .22** .19** .29** .18** -.14** .13** -.50**      

12. 成就動機 47.73 22.39 .00** -.03** -.10** -.04** -.02** .02** -.00** -.01** -.11** .22** -.33**     

13. 不確定規避 67.85 19.68 -.01** -.01** -.08** -.19** -.07** -.02** -.09** .24** -.24** .44** -.12** .03**    

14. 長時間 52.11 18.65 -.03** .10** .19** .02** .080** .24** .03** -.02** -.01** -.11** .37** -.05** .10**   

15. 放任約束 52.77 18.29 -.01** -.00** -.00** .14** .17** .07** .11** -.10** .19** -.41** .10** .06** -.42** -.34**  

註：1. 性別：女 = 0、男 = 1 

2. 教育程度：無正式教育= 0、國小= 1、國中= 2、高中= 3、大學在學或肄業= 4、大學畢業或以上= 5 

3. 社經地位：自認為最底層為 1，自認為最頂層為 10 

N = 35041. *p < .01, **p < .001. Cronbach’s α係數在對角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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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個人環保行動之分析 

 

 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進行假設驗證，分析結果如 (表 2) 所示。假設 1-a

以個人環保行動為結果變項，先放入控制變項 (生理性別、年齡、社經地位、教

育程度) 以排除人口學變項的影響，再放入預測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進行迴歸

分析。結果顯示環境行動態度對個人環保行動的預測效果達顯著 (β = .36, p 

< .001) ，環境行動態度越積極時，會更願意從事個人環保行動，故假設 1-a 獲

得支持。 

 由於政府信任為個人層次的變項，因此一樣使用階層迴歸分析進行調節效

果的驗證。假設 2-a 在假設 1-a 驗證的步驟上，再放入調節變項 (政府信任) 與

交互作用項 (環境行動態度 × 政府信任) 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政府信任主要

效果不顯著 (β = -.01, p = .307) ，交互作用項效果顯著 (β = .02, p = .002) ，即政

府信任會正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境行動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3所示) 。 

假設 3 為 Hofstede 六大文化維度對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調節效果的驗

證，由於 Hofstede 文化維度為國家層次的變項，其他預測變項、結果變項、及

控制變項屬於個人層次的變項，巢套於國家層次之下，為避免虛假相關 

(spurious relationship) 或缺乏獨立性 (lack of independence) 之問題，因此在調節

變項的驗證上，本研究使用階層線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將環

境行動態度、控制變項、和交互作用項設為固定效果 (fixed effect) ，截距和調

節作用項按照國家為主體設為隨機效果 (random effect) 。分析結果如 (表 2) 所

示。 

權力距離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07, p = .320)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3, 

p < .001) ，即權力距離會負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4所示) 。個人主義主要效果顯著 (β = .29, p < .001)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1, p = .006) ，個人主義本身會顯著正向預測個人環保行動，且個人主義會

正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5 所示) 。成就動機

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07, p = .226)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2, p < .001) ，成

就動機本身不會預測個人環保行動，但成就動機會負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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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環境行動態度、個人環保行動與政府信任及 Hofstede文化維度之階層迴歸分析 

變項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個人環保行動 個人環保行動 個人環保行動 個人環保行動 個人環保行動 個人環保行動 個人環保行動 個人環保行動 

截距 -.00 -.01 -.02 -.05 -.02 -02 -.03 -.01 

控制變項         

      生理性別 .04** .04** .06** .06** .06** .06** .07** .07** 

      年齡 .19** .18** .14** .14** .14** .14** .14** .14** 

      教育程度 .07** .07** .06** .06** .06** .06** .06** .06** 

      社經地位 .02** .02** -.00 -.00 -.00 -.00 -.00 .00 

獨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EBA)  .36** .36** .29** .29** .29** .29** .29** .29** 

調節變項         

      政府信任  -.01       

      權力距離   -.07      

      個人主義    .29**     

      成就動機     .07    

      不確定規避      -.04   

      長期導向       .16  

      放任約束        .08 

交互作用         

      EBA*政府信任  .02*       

      EBA*權力距離   -.03**      

      EBA*個人主義    .01*     

      EBA*成就動機     -.02**    

      EBA*不確定規避      -.02**   

      EBA*長期導向       -.01  

      EBA*放任約束        -.00 

調整後 R2 .18 .18       
F 1536.43** 1100.31**       

自由度 35041 35041       

註：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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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環保行動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6所示) 。不確定規避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04, 

p = .582)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2, p < .001) ，不確定規避會負向調節環境

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7所示) 。長期導向主要效果不顯

著 (β = .16, p = .019) ，交互作用效果不顯著 (β = -.01, p = .159) 。放任傾向主要

效果不顯著 (β = .08, p = .191) ，交互作用效果不顯著 (β = -.00, p = .503) 。 

 

圖 3 

政府信任、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調節關係關係 

 

圖 4 

權力距離、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調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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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個人主義、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調節關係 

 
圖 6 

成就動機、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調節關係 

 
圖 7 

不確定規避、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調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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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環境倡議行動之分析 

 

 本研究與前述假設 1-a 的驗證方式相仿， 假設 1-b 以環境倡議行動為結果

變項，再放入相同的控制變項與預測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環境行動態

度對環境倡議行動的預測效果也達顯著 (β = .214, p < .001) ，環境行動態度越積

極時，會更願意進行環境政策的倡議，故假設 1-b獲得支持。 

假設 2-b與假設 2-a的驗證方式相仿，僅結果變項不同。結果顯示政府信任

的主要效果顯著 (β = .034, p < .001)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23, p < .001) ，即

政府信任會顯著正向預測環境倡議行動，也會正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

議行動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8所示) 。 

假設 3 為 Hofstede 六大文化維度對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調節效果的驗

證，屬於國家層次對個人層次變項的調節，故沿用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結果如 

(表 3) 所示。其中，權力距離主要效果顯著 (β = -.09, p = .002) ，交互作用效果

顯著 (β = -.06, p < .001) ，權力距離會顯著負向預測環境倡議行動，也會負向調

節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9所示) 。Model 4-2中，個

人主義主要效果顯著 (β = .12, p < .001)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8, p < .001) ，

個人主義會顯著正向預測環境倡議行動，也會正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

議行動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10 所示) 。Model 5-2 中，成就動機主要效果不顯

著 (β = .03, p = .438)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2, p < .001) ，成就動機會負向

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11 所示) 。Model 6-2

中，不確定規避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07, p  = .033)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

.02, p < .001) ，不確定規避會負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間的正向

關係， (如圖 12 所示) 。Model 7-2 中，長期導向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00, p 

= .971)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2, p < .001) ，即長期導向會正向調節環境行

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13所示) 。Model 8-2 中，放任傾向

主要效果顯著 (β = .09, p = .004)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3, p < .001) ，放任與

約束會顯著正向預測環境倡議行動，也會正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

動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14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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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環境行動態度、環境倡議行動與政府信任及 Hofstede文化維度之階層迴歸分析  

變項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環境倡議行動 環境倡議行動 環境倡議行動 環境倡議行動 環境倡議行動 環境倡議行動 環境倡議行動 環境倡議行動 

截距 -.01 -.01 -.02 -.04 -.01 -.01 -.00 -.01 

控制變項         

      生理性別 -.01 -.01* -.01 -.02* -.01 -.01 -.01 -.01 

      年齡 .02* .01* -.01 -.01 -.01 -.01 -.01 -.01 

      教育程度 .14** .13** .14** .14** .14** .14** .15** .15** 

      社經地位 .06** .05** .02* .02* .02* .02* .02* .02* 

獨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EBA)  .21** .22** .19** .20** .19** .19** .19** .19** 

調節變項         

      政府信任  .03**       

      權力距離   -.09*      

      個人主義    .12**     

      成就動機     .03    

      不確定規避      -.07*   

      長期導向       .00  

      放任約束        .09* 

交互作用         

      EBA*政府信任  .02**       

      EBA*權力距離   -.06**      

      EBA*個人主義    .08**     

      EBA*成就動機     -.02**    

      EBA*不確定規避      -.03**   

      EBA*長期導向       .02**  

      EBA*放任約束        .03** 

調整後 R2 .09 .09       
F 685.68*** 500.44***       

自由度 35041 35041       

註：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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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政府信任、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調節關係 

 
 

圖 9 

權力距離、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調節關係 

 
 

圖 10 

個人主義、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調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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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成就動機、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調節關係 

 
 

圖 12 

不確定規避、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調節關係 

 
 

圖 13 

長期導向、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調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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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放任、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調節關係 

 

 

四、對國家環保責任之分析 

 

本研究與前述驗證流程相仿，假設 1-c 的驗證以國家環保責任為結果變

項，再放入相同的控制變項與預測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環境行動態度

對國家環保責任的預測效果也達顯著 (β = .125, p < .001) ，環境行動態度越積極

時，會覺得台灣相較其他國家，在環境保護上做得較不足，故假設 1-c 獲得支

持。 

假設 2-c 為政府信任對環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的調節效果，驗證方

式與假設 2-a 的驗證方式相仿，僅結果變項不同。結果顯示政府信任的主要效

果顯著 (β = -.126, p < .001) ，交互作用效果不顯著 (β = 003, p = .533) ，即政府

信任會顯著負向預測國家環保責任，但沒有明顯的調節效果。 

假設 3 為 Hofstede 六大文化維度對環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調節效果

的驗證，屬於國家層次對個人層次變項的調節，故沿用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結

果如 (表 4) 所示。權力距離主要效果邊際顯著 (β = .21, p = .011) ，交互作用效

果顯著 (β = -.044, p < .001) ，權力距離可以正向預測國家環保責任，也會負向

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15 所示) 。Model 4-3

中，個人主義主要效果顯著 (β = -.29, p < .001)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8, p 

< .001) ，個人主義會顯著負向預測國家環保責任，也會正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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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環保責任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16 所示) 。Model 5-3 中，成就動機主要效

果不顯著 (β = .01, p = .931)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2, p < .001) ，成就動機

會負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17所示) 。Model 

6-3中，不確定規避主要效果顯著 (β = .25, p  < .001)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

.04, p  < .001) ，不確定規避會顯著正向預測國家環保責任，但也會負向調節環

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間的正向關係，但不確定規避的主要效果遠大於調

節效果，因此無論環境行動態度高低，不確定規避皆對國家環保責任有明顯的

正向影響 (如圖 18所示) 。Model 7-3中，長期導向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06, p 

=.425)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4, p < .001) ，即長期導向會正向調節環境行

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19所示) 。Model 8-3 中，放任傾項

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12, p = .058)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3, p < .001) ，放

任傾向會正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間的正向關係 (如圖 20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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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環境行動態度、國家環保責任與政府信任及 Hofstede文化維度之階層迴歸分析 

變項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國家環保責任 國家環保責任 國家環保責任 國家環保責任 國家環保責任 國家環保責任 國家環保責任 國家環保責任 

截距 .02 .02 .06 .11* .03 .01 .03 -.01 

控制變項         

      生理性別 .06** .06** .06** .05** .06** .06** .06** .06** 

      年齡 -.06** -.05** -.03** -.03** -.03** -.03** -.03** -.03** 

      教育程度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社經地位 -.10** -.09** -.03** -.03** -.03** -.03** -.03** -.03** 

獨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EBA)  .13** .13** .16** .16** .16** .16** .16** .16** 

調節變項         

      政府信任  -.13**       

      權力距離   .21      

      個人主義    -.29**     

      成就動機     .01    

      不確定規避      .25**   

      長期導向       -.06  

      放任約束        -.12 

交互作用         

      EBA*政府信任  .00       

      EBA*權力距離   -.04**      

      EBA*個人主義    .08**     

      EBA*成就動機     -.02**    

      EBA*不確定規避      -.04**   

      EBA*長期導向       .04**  

      EBA*放任約束        .03** 

調整後 R2 .04 .05       
F 260.81** 270.49**       

自由度 35041 35041       

註：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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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權力距離、環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調節關係 

 
圖 16 

個人主義、環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調節關係 

 
圖 17 

成就動機、環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調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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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不確定規避、環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調節關係 

 
圖 19 

長期導向、環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調節關係 

 
圖 20 

放任、環境行動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調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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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環境行動態度、環境行動與氣候政策制定：

國家層次分析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 資料來源 

 

ISSP 問卷來源與「個人層次分析」相同，由於結果變項的氣候變遷制定是

以國家為單位，因此在研究二中採用的 ISSP 資料，將會以國家為單位，將個人

層次的變項聚合為國家層次的變項。 

在結果變項上，本研究採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UNFCCC) 所紀錄之國家自主貢

獻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下簡稱 NDCs) ，作為政府氣候政策制定

積極與否的標準。 

NDCs 是各國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做的承諾，作為減緩氣候變遷的一部

分。各國制定的計畫還包括他們計畫實施的政策和措施，以促進實現《巴黎協

定》所規定的全球目標。 

NDCs 可區分為無條件自主貢獻與有條件自主貢獻。前者代表在不依賴國

際援助的情況下，各國憑藉自身能力所能達到的減碳目標，通常減碳比例會較

少；後者則代表在共同但有差別的前提下，部分國家會獲得國際援助，而能達

到更高的減碳目標。部分國家僅有一個 NDC目標，未進一步區分有條件或無條

件目標，此類國家在本研究中無條件貢獻和有條件貢獻會是同一個目標數值。 

各國原則上每五年要向 UNFCCC 提交一次目標更新，目前提交兩輪，第一

輪提交時間在 2015-2017 年之間，第二輪為 2020 年以後。因此本研究以距離

ISSP 2010年問卷調查較近的第一輪 NDCs為研究目標。 

此外，在結果變項上，土耳其之目標設定明顯劣於其他國家，以有條件

NDC 人均碳排放減量為例，如圖 14 所示，其他國家之 2030 人均碳排放減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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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多設定為較 2010 年減量 60%到增量 30%之間，惟土耳其 2030 碳排放減量目

標較 2010 年增量超過 1 倍。究其原因，土耳其雖於 2015 年簽署《巴黎氣候協

定》，但時任總統 Recep Tayyip Erdoğan 認為土耳其不屬於協議中的「已發展

國家」，而應該視為「發展中國家」，並獲得相應的減碳豁免與資金援助，因

此巴黎協定截至第一版 NDC繳交時仍未獲國會通過，導致其減碳目標與其他國

家相比大幅減少，而形成明顯的離群值。因此研究二會將土耳其排除在研究範

圍外。 

圖 21 

環境行動態度與有條件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 (紅框處為土耳其)  

 

 

貳、 研究變項 

 

一、預測變項－環境行動態度 

同「個人層次分析」變項。在本研究之信度 Cronbach’s α =.624。 

二、中介變項－國家環保責任 

同「個人層次分析」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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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變項－個人環保行動 

同「個人層次分析」之變項。在本研究之信度 Cronbach’s α =.695。 

四、中介變項－環境倡議行動 

同「個人層次分析」之變項。在本研究之信度 Cronbach’s α =.615。 

五、調節變項－政府信任 

同「個人層次分析」之變項。 

六、調節變項－Hofstede文化維度 

同「個人層次分析」之變項。 

七、結果變項－氣候政策制定 

如資料來源所言，本研究採用 NDCs 作為結果變項。NDCs 有兩個主要時

間節點，分別為 2030與 2050年，本研究也將以距今較近的 2030年時的減碳目

標作為計算依據。 

然而由於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在人口成長、經濟成長等組成上有明顯

差異，僅以各國提交的 NDCs 作為氣候政策制定的評斷方式有失客觀性，因此

本研究將 NDCs 目標加上人口和經濟成長的因素一起討論，分別設立 NDCs 人

均排碳改變比例 (碳強度) 與 NDCs每單位 GDP排碳改變比例兩項指標，具體計

算方式如下： 

NDCs人均碳排放減量：1- (2030年 NDCs目標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 2030預估

人口數)  / (2010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 2010實際人口數)  

NDCs碳強度減量：1- (2030年 NDCs目標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 2030預估 GDP) 

/ (2010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 2010 實際 GDP)  

 由此組合出評斷氣候政策制定的四種指標作為結果變項，分別為：無條件

NDC 人均碳排放減量 (下簡稱無條件人均碳排量) 、有條件 NDC 人均碳排放減

量 (下簡稱有條件人均碳排量) 、無條件 NDC 碳強度減量 (下簡稱無條件碳強

度) 、有條件 NDC碳強度減量 (下簡稱有條件碳強度) 。 

 另台灣因未加入聯合國，故未在聯合國登入其 NDCs 相關目標指標，然而

台灣政府仍在 2015 年時自主提出國家自定預期貢獻 (行政院環保署，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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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列出計算時的推估人口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因此本研究亦會將之納入討

論。 

八、控制變項－人均 GDP  

由於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於 2010 年左右進行抽樣調查，因此本研究以世界銀

行 (The World Bank Group, 2024) 所紀錄之 2010年各國國內生產毛額，除以聯

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22) 所紀錄之 2010年的各國人口數，得到 2010年度各國

人均 GDP，做為控制變項。 

 

第二節 研究結果 

 

壹、 相關分析 

 

國家層次分析中控制變項與研究變項的平均值、標準差、相關係數、及

Cronbach’s alpha，如 (表 5) 所示。由於本研究樣本數較小 (N = 35) ，因此顯著

性的標準為+p < .10、*p < .05、**p < .01、***p < .001。 

從相關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80, p 

< .001) 、環境倡議行動 (r = .81, p < .001) 呈顯著正相關，與國家環保責任 (r = -

.43, p < .001) 呈顯著負相關，前兩者與研究假設的預期方向一致，但環境行動

態度與國家環保責任的相關性與預期方向相反。 

此外，在調節變項上，政府信任也與環境倡議行動呈顯著正相關 (r = .08, p 

< .001) ，與國家環保責任呈顯著負相關 (r = -.11, p < .001) ，與研究假設的預期

方向一致。 

而 Hofstede 的六項文化維度指標上，權力距離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28, p 

= .116) 無顯著相關，與環境倡議行動 (r = -.58, p < .001) 呈顯著負相關，與國家

環保責任呈顯著正相關 (r = .34, p =.048) 。個人主義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63, p 

< .001) 和環境倡議行動 (r = .71, p < .001) 呈顯著正相關，與國家環保責任呈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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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變項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表－國家層次 (N = 35)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控制變項                   

1. 2010 人均 

GDP 

29761 19585 --                             

研究變項                   

  2. 環境行動態度 3.23 0.23 .75*** (.624)               

  3. 個人環保行動 2.54 0.33 .57*** .80*** (.695)              

  4. 環境倡議行動 1.12 0.05 .77*** .81*** .67*** (.615)             

  5. 國家環保責任 2.42 0.24 -.51** -.43*** -.46*** -.62*** --            

  6. 無條件人均 

      碳排量 

0.2 0.26 -.79*** -.71*** -.66*** -.78*** .49*** --           

  7. 有條件人均 

      碳排量 

0.24 0.22 -.71*** -.66*** -.60*** -.73*** .60*** .89*** --          

  8. 無條件碳強度 0.43 17.99 -.51*** -.34*** -.45*** -.49*** .37*** .68*** .56*** --         

  9. 有條件碳強度 0.46 14.53 -.40*** -.25*** -.33*** -.40*** .42*** .57*** .63*** .91*** --        

調節變項                  

10. 政府信任 2.49 0.37 .69*** .58*** .32+** .66*** -.65*** -.50*** -.64*** -.25*** -.33+**        

11. 權力距離 50.97 22.82 -.57*** -.50*** -.28*** -.58*** .34*** .53*** .44*** .34+** .26*** -.41*** --      

12. 個人主義 64.06 18.75 .71*** .65*** .63*** .71*** -.42*** -.72*** -.50*** -.53*** -.29+** .43*** -.54*** --     

13. 成就動機 46.74 24.68 -.11*** .02*** .17*** .06*** -.04*** -.14*** -.25*** .02*** -.06*** -.21*** .22*** -.27*** --    

14. 不確定規避 67.09 20.77 -.44*** -.31+** -.17*** -.46*** .66*** .42*** .54*** .44*** .56*** -.63*** .43*** -.23*** .05*** --   

15. 長期導向 52.94 17.38 .23*** .13*** .40*** .07*** -.12*** -.31+** -.09*** -.42*** -.20*** .59*** -.12*** .35*** -.02*** -.04*** --  

16. 放任約束 51.53 20.59 .47*** .70*** .36*** .59*** -.35*** -.44*** -.60*** -.06*** -.18*** -.00*** -.43*** .24*** .10*** -.42*** -.31+** -- 

 註：N = 35 (部分調節變項為 34) . +p < .10, *p < .05,  **p < .01, ***p < .001. Cronbach’s α係數在對角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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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負相關 (r = -.42, p < .001) 。成就動機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17, p = .335) 和環

境倡議行動 (r = .06, p = .730) 和國家環保責任 (r = -.04, p = .826) 皆無顯著相

關。不確定規避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17, p = .334) 無顯著相關，與環境倡議行

動 (r = -.46, p = .006) 呈顯著負相關，與國家環保責任呈顯著正相關 (r = .66, p 

< .001) 。長時間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40, p = .017) 呈顯著正相關，與環境倡議

行動 (r = .07, p = .709) 和國家環保責任 (r = -.12, p = .510) 無顯著相關。放任約

束與個人環保行動 (r = .36, p = .035) 和環境倡議行動 (r = .59, p < .001) 呈顯著正

相關，與國家環保責任呈顯著負相關 (r = -.35, p = .042) 。 

最後在結果變項上，可以看到四種類型的氣候政策制定皆與環境行動態

度、個人環保行動、與環境倡議行動呈顯著負相關，代表減碳目標設定更積

極，與預期方向一致，但四種類型氣候政策制定也都與國家環保責任則呈顯著

正相關，與預期方向相反。 

 

貳、 對個人環保行動之分析 

 

 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進行假設驗證，分析結果如 (表 9) 所示。假設 1-a

以個人環保行動為結果變項，先放入控制變項 (2010 人均 GDP) 以排除國家經

濟發展程度的影響，再放入預測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如

Model 1 所示，環境行動態度對個人環保行動的預測效果達顯著  (β = .85, p 

< .001) ，環境行動態度越積極時，會更願意從事個人環保行動，故假設 1-a 獲

得支持。 

接著是政府信任對個人環保行動的調節效果驗證。在 Model 1 的基礎上，

再放入調節變項 (政府信任) 與交互作用項 (環境行動態度 × 政府信任) 進行迴歸

分析。結果顯示政府信任主要效果邊際顯著 (β = -.24, p = .11) ，交互作用項效

果顯著 (β = -.10, p = .447) ，即政府信任會正項預測個人環保行動，但調節效果

不顯著。 

 再來是 Hofstede 六大文化維度對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調節效果的

驗證，研究使用 Hayes (2012) 所開發 Process 套件中的 Model 1 進行分析，在

90%信心水準下，以拔靴法重複抽放 5000次，分析結果如 (表 6) 所示，權力距

離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18, p = .192) ，交互作用效果不顯著 (β = .01, p = .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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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主義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24, p =.146) ，交互作用效果不顯著 (β = -.07, p 

= .594) 。成就動機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16, p = .163) ，交互作用效果不顯著 (β 

= -.02, p = .878) 。不確定規避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08, p = .460) ，交互作用效果

顯著 (β = .29, p = .029) 。長期導向主要效果顯著 (β = .272, p = .012) ，交互作用

效果顯著 (β = -.14, p = .289) 。放任與約束主要效果顯著 (β = -.43, p = .006) ，交

互作用效果不顯著 (β = -.14, p = .253) 。 

 

表 6  

環境行動態度、個人環保行動與政府信任及 Hofstede文化維度之階層迴歸分析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個人環保 

行動 

個人環保 

行動 

個人環保 

行動 

個人環保 

行動 

個人環保 

行動 

個人環保 

行動 

個人環保 

行動 

個人環保 

行動 

控制變項         

 2010人均 GDP -.07*** .14*** .04*** -.18*** .00*** .11*** -.19*** -.04*** 

獨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EBA) 

.85*** .84*** .88*** .76*** .81*** .82*** .90*** 1.05*** 

調節變項         

 政府信任  -.24***       

 權力距離   .18***      

 個人主義    .24***     

 成就動機     .16***    

 不確定規避      .08   

 長期導向       .28***  

 放任約束        -.43*** 

交互作用項         

 EBA*政府信任  -.10***       

 EBA*權力距離   .01***      

 EBA*個人主義    -.07***     

 EBA*成就動機     -.02***    

 EBA*不確定規避      .29*   

 EBA*長期導向       -.14*** *** 

 EBA*放任約束        -.14** 

調整後 R2 .636 .671 .675 .671 .677 .713 .743 .712 

F 27.91*** 15.34*** 15.03*** 15.31*** 15.18*** 17.98*** 21.73*** 17.88*** 

自由度 34 34 33 34 33 33 34 33 

註：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

p < .10,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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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對環境倡議行動之分析 

 

 與前述假設 1-a的驗證方式相仿，假設 1-b以環境倡議行動為結果變項，再

放入相同的控制變項與預測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環境行動態度對環境

倡議行動的預測效果也達顯著 (β = .53, p < .001) ，環境行動態度越積極時，會

更願意進行環境政策的倡議，故假設 1-b獲得支持。 

接著驗證政府信任對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的調節效果，政府信任

的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19, p = .139)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05, p = .054) ，表

示政府信任會正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與環境倡議行動間的正向關係。 

再來是 Hofstede 六大文化維度對環境行動態度與個人環保行動調節效果的

驗證，分析結果如 (表 7) 所示，權力距離主要效果顯著 (β = -.23, p = .061) ，交

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20, p = .060) 。個人主義主要效果顯著  (β = .26, p 

=.074) ，交互作用效果不顯著 (β = .18, p = .153) 。成就動機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10, p = .318) ，交互作用效果不顯著 (β = .07, p = .504) 。不確定規避主要效果

不顯著 (β = -.16, p = .150) ，交互作用效果不顯著 (β = -.07, p = .589) 。長期導向

主要效果不顯著 (β = -.13, p = .240) ，交互作用效果不顯著 (β = -.09, p = .506) 。

放任與約束主要效果顯著 (β = .19, p = .164) ，交互作用效果顯著 (β = .30, p 

= .047) 。 

 

肆、 對國家環保責任之分析 

 

與前述分析流程相仿，假設 1-c以國家環保責任為結果變項，再放入相同

的控制變項與預測變項進行迴歸分析，分析結果如 (表 8) 所示。結果顯示環境

行動態度對國家環保責任的預測效果未達顯著 (β = -.11, p = .633) 假設 1-c未獲

得支持。後續以國家環保責任為中介變項的假設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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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環境行動態度、環境倡議行動與政府信任及 Hofstede文化維度之階層迴歸分析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環境倡

議行動 

環境倡議

行動 

環境倡議

行動 

環境倡議

行動 

環境倡議

行動 

環境倡議

行動 

環境倡議

行動 

環境倡議

行動 

控制變項         

 2010人均 GDP .38*** .13*** .31*** .24*** .42** .29
＋**  .30*** 

獨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EBA) 

.53*** .60*** .48*** .50*** .51*** .54*** .53*** .57*** 

調節變項         

 政府信任  .19***       

 權力距離   -.23+**      

 個人主義    .26+**     

 成就動機     .10***    

 不確定規避      -.16***   

 長期導向       -.13***  

 放任約束        .19*** 

交互作用項         

 EBA*政府信任  .22+**       

 EBA*權力距離   -.20+**      

 EBA*個人主義    .18***     

 EBA*成就動機     .07***    

 EBA*不確定規避      -.07***   

 EBA*長期導向       -.09***  

 EBA*放任約束        .29*** 

調整後 R2 .720 .768 .769 .755 .736 .745 .733 .777 

F 41.06*** 24.76*** 24.12*** 23.16*** 20.16*** 21.15*** 20.57*** 25.25*** 

自由度 34 34 33 34 33 33 34 33 

註：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

p < .10,  *p < .05, **p < .01, ***p < .001. 

 

表 8  

環境行動態度、國家環保責任之迴歸分析 

 Model 1 

 國家環保責任 

控制變項  

2010人均 GDP -.42
＋
 

獨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11
＋
 

調整後 R2 .261 

F 5.66* 

自由度 34 

註：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

p < .10,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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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對無條件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之分析 

 

先對假設二進行驗證。Model 4 以無條件 NDC 人均碳強度減量為結果變

項，先放入控制變項 (2010 人均 GDP) 以排除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再放

入預測變項 (個人環保行動) 進行迴歸分析，分析結果如 (表 9) 所示，個人環保

行動對無條件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的預測效果達顯著 (β = .32, p = .013) ，個人

環保行動越積極，無條件 NDC 人均碳排量的減量目標越積極，假設 2-a 獲得支

持。而 Model 5 控制變項與結果變項與 Model 4 相同，預測變項為環境倡議行

動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環境倡議行動對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的預測效果達

顯著 (β = .43, p = .010) ，越積極，無條件 NDC人均碳排量的減量目標越積極，

假設 2-b獲得支持。 

接著對假設 3-a、3-b 的中介效果進行驗證。根據 Kenny、Kashy 與 Bolger 

(1998) 對中介效果的研討，本研究將採用三步驟驗證中介效果 1. 前置變項對中

介變項的預測效果達顯著；2. 當前置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放入模型時，中介變

項對結果變項的預測效果仍達顯著；3. 前置變項透過中介變項影響結果變項的

間接效果達顯著。 

步驟一即為前述假設 1-a、1-b的驗證。步驟二根據 (表 9)  Model 9所示，

在控制人均 GDP後,同時放入前置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與中介變項 (個人環保行

動及環境倡議行動) 後，個人環保行動 (β = .28, p = .09) 和環境倡議行動 (β = .36, 

p = .06) 對無條件 NDC 人均碳強度減量的預測效果均達顯著，且環境行動態度

對無條件 NDC人均碳強度減量的預測效果不再顯著，符合步驟二的條件。 

步驟三則使用 Hayes (2012) 所開發 Process 套件的 Model 4 進行分析,在

90%的信心水準下,以拔靴法重複抽放 5000 次，分析結果如表 13 所示，個人環

保行動的中介效果估計值為 .27，下界與上界分別為 [-.040, .568]，信賴區間包

含 0，中介效果不成立，假設 3-a不成立；而環境倡議行動的中介效果估計值為 

-.21，下界與上界分別為 [ -.424, -.056]，信賴區間不包含 0，中介效果成立，假

設 3-b成立。 

最後尚要驗證調節式中介的假設是否成立。如 (表 10) 所示的結果，以個人

環保行動為結果變項的模型中，僅不確定規避的調節效果達顯著；而根據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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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階層迴歸分析－無條件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Model 9 

 個人環保行動 環境倡議行動 無條件人均 無條件人均 無條件人均 無條件人均 無條件人均 無條件人均 無條件人均 

控制變項          

2010人均 GDP -.07**** .38*** .58*** .61*** .46*** .72*** .60*** .44*** .47*** 

獨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85*** .53*** .27+**    .01*** .06*** -.16*** 

中介變項          

個人環保行動    .32***   .31+**  .28+** 

環境倡議行動     .43***   .39*** .36+** 

國家環保責任      -.13***    

調整後 R2 .636 .720 .627 .685 .690 .606 .685 .691 .720 

F 27.91*** 41.06*** 29.59*** 34.76*** 35.68*** 27.14*** 22.45*** 23.18*** 19.26*** 

自由度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表 10  

中介效果指標－無條件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 

   90%信賴區間 

中介變項 指標 標準誤 信賴區間下界 信賴區間上界 

個人環保行動 .27 .19 -.040 .568 

環境倡議行動 .21 .12 .056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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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以環境倡議行動為結果變項的模型中，政府信任、權力距離、放任約

束的調節效果達顯著，因此將針對上述四個變項，進一步進行調節式中介的驗

證。 

調節式中介的驗證使用 Hayes (2012) Process 套件的 Model 7 進行分析,在

90%的信心水準下,以拔靴法重複抽放 5000 次，分析結果如 (表 11) 所示，以個

人環保行動為中介變項，不確定規避為調節式中介，其調節式中介指標為 .11，

下界與上界分別為 [-.004, -.311]，信賴區間包含 0，調節式中介效果不成立。 

以環境倡議行動為中介變項下，政府信任的調節式中介指標為 .09，下界與

上界分別為 [.014, .175]，信賴區間不包含 0，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假設 2-2-1

成立；權力距離的調節式中介指標為 -.08，下界與上界分別為 [-.174, -.008]，信

賴區間不包含 0，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放任與約束的調節式中介指標為 .11，

下界與上界分別為 [.031, .203]，信賴區間不包含 0，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 

 

表 11  

調節式中介效果指標－無條件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 

   90%信賴區間 

調節變項 中介變項 指標 標準誤 信賴區間下界 信賴區間上界 

不確定規避 個人環保行動 .11 .10 -.004 .311 

政府信任 環境倡議行動 .09 .05 .014 .175 

權力距離 環境倡議行動 -.08 .05 -.174 -.008 

放任約束 環境倡議行動 .11 .05 031 .203 

 

陸、對有條件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之分析 

 

 先對假設二進行驗證。Model 4 以有條件 NDC 人碳強度減量為結果變

項，2010 人均 GDP 為控制變項，個人環保行動為預測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結

果如表 15 所示，個人環保行動對無條件 NDC 人均碳強度減量的預測效果達顯

著 (β = .30, p = .045) ，個人環保行動越積極，有條件 NDC人均碳排量的減量目

標越積極，假設 2-a獲得支持。Model 5控制變項與結果變項與 Model 4相同，

預測變項為環境倡議行動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環境倡議行動對無條件 NDC

人均碳強度減量的預測效果達顯著 (β = .47, p = .014) ，環境倡議行動越積極，

有條件 NDC 人均碳排量的減量目標越積極，假設 2-b 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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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階層迴歸分析－有條件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Model 9 

 個人環保行動 環境倡議行動 有條件人均 有條件人均 有條件人均 有條件人均 有條件人均 有條件人均 有條件人均 

控制變項          

2010人均 GDP .07*** .38*** .48*** .54*** .35+** .54*** .50*** .32*** .34+** 

獨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85*** .53*** .30+**    .10*** .08*** -.08*** 

中介變項          

個人環保行動    .30***   .25***  .21*** 

環境倡議行動     .47***   .42+** .44+** 

國家環保責任      -.32***    

調整後 R2 .636 .720 .509 .558 .586 .549 .560 .720 .636 

F 27.91*** 41.06*** 18.65*** 20.21*** 22.63*** 21.65*** 13.16*** 41.06*** 27.91*** 

自由度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表 13  

中介效果指標－有條件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 

   90%信賴區間 

中介變項 指標 標準誤 信賴區間下界 信賴區間上界 

環境倡議行動 .22 .11 .069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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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為中介效果的驗證，一樣採用 Kenny、Kashy 與 Bolger (1998) 的三

步驟。步驟一為前述假設 1-a、1-b的驗證。步驟二根據表 15 Model 8所示，個

人環保行動對有條件 NDC 人均碳排放變化的預測效果未達顯著 (β = .21, p 

= .286) ，不符合步驟二的條件，假設 3-a不成立；環境倡議行動對有條件 NDC

人均碳強度減量的預測效果達顯著 (β = .40, p = .08) ，而環境行動態度對有條件

NDC人均碳強度減量的預測效果下降，符合步驟二的條件。 

步驟三使用 Hayes (2012) Process套件的 Model 4 進行分析,在 90%的信心水

準下,以拔靴法重複抽放 5000 次，分析結果如表 16 所示，環境倡議行動的中介

效果估計值為 .22，下界與上界分別為 [.069, .409]，信賴區間不包含 0，中介效

果成立，假設 3-b成立。 

而調節式中介的假設驗證，分析結果如表 17 所示，以環境倡議行動為中介

變項，政府信任的調節式中介指標為 .09，下界與上界分別為 [ .013, .182]，信

賴區間不包含 0，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權力距離的調節式中介指標為 -.09，下

界與上界分別為 [-.202, -.004]，信賴區間不包含 0，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放任

與約束的調節式中介指標為 .12，下界與上界分別為 [.028, .225]，信賴區間不包

含 0，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 

 

表 14  

調節式中介效果指標－有條件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 

   90%信賴區間 

調節變項 中介變項 指標 標準誤 信賴區間下界 信賴區間上界 

政府信任 環境倡議行動 .09 .05 .013 .182 

權力距離 環境倡議行動 -.09 .06 -.202 -.004 

放任約束 環境倡議行動 .12 .06 .028 .225 

 

柒、對無條件 NDC碳強度減量之分析 

 

Model 4 以無條件 NDC 碳強度減量為結果變項，2010 人均 GDP 為控制變

項，個人環保行動為預測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18 所示，個人環保行動

對無條件 NDC 碳強度減量的預測效果未達顯著 (β = .22, p = .252) ，故假設 2-a

未獲得支持。Model 5控制變項與結果變項與 Model 4相同，預測變項為環境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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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階層迴歸分析－無條件碳強度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Model 9 

 個人環保 

行動 

環境倡議 

行動 

無條件 

碳強度 

無條件 

碳強度 

無條件 

碳強度 

無條件 

碳強度 

無條件 

碳強度 

無條件 

碳強度 

無條件 

碳強度 

控制變項          

  2010人均 GDP -.07*** .38*** .41*** .29*** .28*** .37*** .44+** .32*** .36*** 

獨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85*** .53*** .01***    -.32*** -.12*** -.42*** 

中介變項          

  個人環保行動    .22***   .40***  .38*** 

  環境倡議行動     .18***   .25*** .20*** 

  國家環保責任      -.10***    

調整後 R2 .636 .720 .124 .160 .138 .132 .368 .115 .145 

F 27.91*** 41.06*** 3.41* 4.23* 3.73* 3.58* 3.16* 2.47+ 2.44+ 

自由度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註：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
p < .10,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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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行動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環境倡議行動對無條件 NDC 碳強度減量的預

測效果也未達顯著 (β = .18, p = .475) ，故假設 2-b也未獲得支持。 

然而當同時放入前置變項與中介變項時，根據表 18中 Model 8所示，個人

環保行動 (β = .38, p = .160) 和環境倡議行動 (β = .20, p = .508) 對無條件 NDC人

均碳強度減量的預測效果均未達顯著，不符合步驟二的條件，假設 3-a、3-b 均

不成立。假設四和假設五以無條件 NDC碳強度減量為結果變項的調節式中介也

均不成立。 

 

捌、對有條件 NDC碳強度減量之分析 

 

Model 4 以有條件 NDC 碳強度減量為結果變項，2010 人均 GDP 為控制變

項，個人環保行動為預測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個人環保行動對無條件

NDC人均碳強度減量的預測效果未達顯著 (β = .15, p = .479) 故假設 2-a未獲得

支持。Model 5控制變項與結果變項與 Model 4相同，預測變項為環境倡議行動

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環境倡議行動對無條件 NDC人均碳強度減量的預測效

果也未達顯著 (β = .18, p = .508) ，假設 2-b未獲得支持。 

而假設三中介效果的驗證，步驟一為前述假設 1-a、1-b 的驗證；步驟二根

據表 21 Model 8所示，個人環保行動 (β = .23, p = .421) 和環境倡議行動 (β = .21, 

p = .522) 對有條件 NDC 碳強度減量的預測效果均未達顯著，不符合步驟二的條

件，故假設 3-a、3-b 均不成立。所有以有條件 NDC 碳強度減量為結果變項的

調節式中介假設也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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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階層迴歸分析－有條件碳強度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Model 9 

 個人環保 

行動 

環境倡議 

行動 

有條件 

碳強度 

有條件 

碳強度 

有條件 

碳強度 

有條件 

碳強度 

有條件 

碳強度 

有條件 

碳強度 

有條件 

碳強度 

控制變項          

  2010人均 GDP -.07*** .38*** .27*** .20*** .15*** .17*** .29*** .18*** .21** 

獨變項          

  環境行動態度 .85*** .53*** .02***    -.20*** -.11*** -.29*** 

中介變項          

  個人環保行動    .15***   .25***  .23*** 

  環境倡議行動     .18***   .24*** .21*** 

  國家環保責任      -.22***    

調整後 R2 .636 .720 .023 .038 .036 .060 .017 .009 .002 

F 27.91*** 41.06*** 1.36 1.67 1.63 2.08 1.19 1.10 .98 

自由度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註：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
p < .10,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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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討論 

第一節 綜合討論 

 

壹、 個人層次 

 

在個人層次的研究中，整體而言環境行動態度對於不同種類的環境行動皆

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果。在預測效果上，環境行動態度對個人環保行動的預測

效果最強，環境倡議行動次之，國家環保責任最弱，部分符合研究的預期結

果。其中個人環保行動屬於低成本直接行動，受到環境態度的影響應該較直

接，而環保倡議行動屬於高成本間接行動，受到環境態度的影響較弱，並同時

被其他條件如自我效能、社會規範等影響。然而原先認為預測效果較強的國家

環保責任為三者中預測效果最弱的，可能原因是人們在評估國家是否負起充足

的責任時，不僅僅是受到環境態度影響，也會考量現實層面的問題，如國際地

位、總體經濟能力、排放責任歸屬等，在多種利弊權衡下降低了環境行動態度

的比重。 

在調節作用上，可以發現政府信任如研究預期，會正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

與個人環保行動和環境倡議行動的正向關係。前人研究多指出政府信任僅會調

節個人行動或環境意願，較不會影響環境激進主義或連署倡議  (Duit, 2010; 

Macias ＆ Williams, 2016) 。然而在大樣本的研究下，仍可以發現政府信任對個

人環保行動和環境倡議行動皆具有具有微弱的調節作用，但可能不是影響決策

的主因。而在國家環保責任上，政府信任並無調節效果，且具有強力的直接效

果，能夠負向預測國家環保責任，應該是政府信任高代表政府的施政較受人民

認可，因此民眾會認為已負起足夠的氣候責任，因此不會評價本國還需要多負

起更多責任。 

 最後，檢視不同文化差異的調節作用。 

在權力距離上，三種不同環境行動中，皆可發現權力距離會負向調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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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態度與環保行動間的關係，在權力距離高的國家中，人民會更傾向服從社

會秩序，接受權威的統治，因此會受到社會規範約束，較少依據自己的態度行

動，也較不願意評價具有權威性的政府做得不夠，更不願意發起倡議行動挑戰

權力者。 

在個人主義上，三種不同環境行動中，皆可發現非常強烈的直接效果和調

節效果，如過往研究所言，個人主義高者較容易按照自己的意願和價值觀行

事，因此會從事更多的個人行動與環境倡議。然而對於國家環保責任卻是負向

的直接效果，可能是個人主義盛行的國家也多是氣候行動的領導國家，因此人

民雖然可能覺得做的還不夠，但也不至於評價本國做的比其他國家還少。 

在成就動機上，在三種不同環境行動上，皆可發現較弱的負向調節作用，

可能源自於環境友善並非主流成功、成就、英雄主義的價值觀，而更像是關懷

倫理學 (ethics of care) 追求的關懷與關係的價值。此外，在過往的研究中，也發

現一部分的人群認為成長與環保是互斥的概念，因此在成就動機高的國家較不

重視環境保護 (Drews & Bergh, 2016) 。 

在不確定規避上，三種不同環境行動中皆可可以發現微弱的負向調節作

用，可能源自於氣候變遷或環境汙染面對到的風險是抽象的，不確定規避高的

社會更願意投入更多資源在其他具體直接的風險，以降低未來潛在的風險或威

脅。 

在長期導向上，可以發現在環境倡議行動和國家環保責任有微弱的正向調

節作用，長期導向會使個體更重視社會未來的發展，從而願意採取間接行動影

響國家政策，使未來有改變的可能性，然而個人環保行動的不顯著，可能是因

為雖然個人行動的影響立竿見影，但影響層面太小不足以扭轉未來，因此長期

導向盛行的國家可能會將注意力投注在影響未來更大的計劃上。 

最後，在放任與約束上，可以發現在放任傾向會正向調節環境行動態度對

三種環保行動的正向關係。如前人研究所言，放任傾向高的社會，更能夠ˊ展

現個人的性格和價值，並願意採用較為激進或豐富的手段實踐目標，因此能夠

強化態度跟行動間的關係。 

 

貳、 國家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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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層次的研究中，在控制經濟條件的情況下，整個社會的環境行動態

度對於個人環保行動與環境倡議行動的盛行，具有非常強烈的預測效果  (β 

>.60) ，可以看到當整個國家有較高的環境行動態度時，整體而言環境行動的盛

行率也會水漲船高，可能除了環境行動態度的直接影響外，社會風氣的盛行經

過個體的知覺，也會形成主觀規範，讓個體同時具有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實踐

環境行動。而對於國家環保責任的不顯著，則如前述所言，環境行動態度高的

國家，通常也都是氣候行動的領頭羊，因此雖然人民期待政府要做更多氣候行

動，但所謂的更多是建立於絕對的標準，而非相對的比較，因此人民較不會主

張本國需負起相對更多的責任，而是會主張所有國家都應該負起更多責任。 

而在環境行動是否會影響國家政策上，本研究發現個人環保行動與環境倡

議行動可以正向預測有條件和無條件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的目標設定，其中環

境倡議行動的預測效果強於個人環保行動，可以顯見國家的氣候政策制定會受

到人民輿論壓力，以及是否願意配合改變生活方式所影響。然而這兩項環境行

動對於 NDC碳強度減量的目標設定預測效果不顯著，雖然仍能看出正向影響的

趨勢，但影響較小而未達顯著，推測原因可能有二： 

一、由於控制變項為 2010 的人均 GDP，而 NDC 碳強度減量的比較基準是

2010年的碳強度，計算時包含 2010年的 GDP表現，使得 GDP的影響被重複考

慮，因此可能導致預測效果有所偏差。 

二、每單位 GDP 的碳排放更多會受到產業結構與能源政策影響。雖然公共

輿論與民眾配合能夠影響一部分政策，但經濟與能源政策仍需透過多元利害關

係人的議和協商，尤其是企業端的意見尤為重要。而在第一輪 NDC (2015-2017) 

時，RE100、SBTI 等企業減碳協約或方法學尚未普及，企業永續報告書的揭露

框架也在草創階段，因此民眾較難監督企業，且產業結構也未有迫切需求轉

型，使得以經濟為基礎的碳排目標，與人民的環境行動有脫鉤的傾向。 

而在中介效果的驗證上，本研究發現環境行動態度會透過環境倡議行動，

影響 NDC人均碳排放減量的目標設定，而個人環保行動的中介效果未達顯著。

可能的原因是環境倡議行動為直接向政府施壓，政府接收到的資訊更明確、訴

求更清楚，因此能更有效率的反應民意問題；而個人環保行動屬於隱性的影

響，需要政府主動蒐集資訊，感知到人民有改變生活習慣的意願，才會制定相

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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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我國政府於 2008 年提出的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中，「溫室氣體

減量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修法提上日程，就受到環保團體的施壓，

然而對於人民的生活型態改變上，仍是以機關學校等公部門單位為主力，全民

節能減碳仍以宣導為主，直到 2022 年提出的 2050 淨零十二項關鍵戰略，才將

「淨零綠生活」列為其中一個關鍵戰略，足以看出反應時間上的落差。 

最後，在調節式中介上，僅政府信任、權力距離、和放任約束，通過調節

式中介的檢定，調節效果會透過環境倡議行動的中介，影響氣候政策制定。政

府信任越高，環境行動態度越能透過環境倡議行動的中介，影響氣候政策制

定，這代表人民實施倡議行動的基礎，部分源自於對政府的信任，才會願意與

政府溝通，並期待政府做出改變。權力距離越高，環境行動態度越難透過環境

倡議行動的中介，影響氣候政策制定。在權力距離高的社會，人民較不願意挑

戰政府的權威，尤其是較為激進手段，因此難以透過倡議行動影響政策制定。

而在放任傾向高的社會中，環境行動態度更能夠透過環境倡議行動的中介，影

響氣候政策制定。可能原因是放任傾向高的社會更鼓勵大眾表達自己的觀點，

並透過多元的方式如連署、加入環保組織等方式，影響社會。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首先，本研究採用的資料源自國際社會調查計畫環境組的資料，雖然可以

獲得多個國家、大量受試者的測量結果，但為了研究的通用性，題組設計上多

以「環境」作為出發點，甚少直接針對氣候變遷 (如氣候變遷信念、態度、氣候

行動意願等) 設計題組。雖然環境態度、環境行為等測量皆涵蓋了部分氣候變遷

相關的構面，且過往研究也顯示環境態度或價值觀與氣候變遷因應有高度相

關，但仍不是最精準的測量方法。而 2020 年的環境組調查新增了部分與氣候變

遷直接相關的題目，但礙於疫情的關係，仍有許多國家尚未提交成果。未來

2020 年環境組的資料更完備時，除了可以進行趨勢研究，探討第二版 NDCs 的

目標設定是否更加反應公民態度與行動，也可以針對氣候變遷相關的題項進行

研究設計，以增加模型的解釋力與信效度。 

 其次，是內容效度的問題。在與環境態度相關的題組中，包含了意願、自

我效能、責任感、風險知覺等，但多數構面都僅只有一題，且題組並非源自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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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使用且具備信效度的環境態度量表，因此我們只能抽取其中三題與環境行動

有關的態度問題，以作為環境行動態度的評估方式，然而內部一致性信度仍然

不盡理想，未來可以設計實驗，以信效度更高的量表測量環境態度，以反應更

貼近現實的決策原因。 

 

第三節 結論 

 

 總體而言，本研究補足了過往環境態度與政策制定間的缺口，解答了環境

行動態度可能促成甚麼樣的環境行動，並被政府信任和文化差異因素所影響，

更發現了不同環境行動所受到的影響距有異質性，其中權力距離、個人主義、

和成就動機的調節效果在每一種環境行動中都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他差異則會

因行動不同而有影響大小的區別。 

此外，我們也探討了哪些類型的環境行動更能夠影響政府的決策，哪些環

境行動則不夠被政府重視，並發現環境倡議行動最能夠中介環境行動態度與氣

候政策制定間的關係，雖然環境態度與高成本間接行動關聯性不強，但此類活

動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力巨大，反而更能夠造成影響。而反過來說，個人環保行

動雖然最容易被促發，但缺乏政府即時的反饋，上述差異可以提供未來環保組

織與政府機構施力的方向。 

最後，本研究釐清了政府信任與文化差異是否會影響環境態度、環境行

動、與政策制定間的關係，並發現政府信任、權力距離、與放任傾向會透過環

境倡議行動，影響政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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